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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坎土壤可蚀性是影响梯田稳定的关键因素，为探讨不同修建年限田坎土壤可蚀性，以遂宁市安居

区镶嵌式田坎为研究对象，结合野外采样和室内分析，研究了镶嵌式田坎修建 1、3和 5年的土壤可蚀性(K值)变化

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K 值范围 0.05～0.06(t·hm2·h)/(MJ·mm·hm2),田的 K值大于坎，随着镶嵌式田坎的

修建年限的增加，坎 K 值呈减小趋势，建成 5 年时达显著性水平。(2)坎黏粒含量随修建年限递减，而粉粒与砂粒

含量呈递增趋势；建成 1年的坎土壤容重显著大于建成3年和 5年；建成 1年和 3年时，田和坎的土壤团聚体破坏

率(PAD)、不稳定团粒指数(ELT)、风干土团聚体分形维数(风干 D)、水稳性团聚体分形维数(水稳 D)、风干性团聚体

平均质量直径(风干 MWD)和风干性团聚体几何平均直径(风干 GMD)有显著差异；建成 5 年时则无显著差异，说明建

成 5 年时田和坎的土壤物理性质趋于一致。(3)镶嵌式田坎上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随修建年限呈增加趋势，建成 5 年

时达显著性水平。(4)K 值与 PAD、ELT和水稳 D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干 GMD、水稳 MWD 呈极显著负相关。镶嵌式田

坎 K值与团聚体关系紧密，建成 5年后 K值显著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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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丘陵区是紫色土坡耕地集中分布区域，水土流失严重，是三峡库区和长江上游的泥沙重要来源[1]。梯田工程作为重要的

水土保持措施，能够减缓田面坡度，改良土壤质地，因而在该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2]
。田坎是梯田工程的重点部位，位于田面和

田面(或坡面)的衔接处，有一定高差和较陡坡度，其稳定性是决定坡改梯工程成败的关键[3]。前人围绕梯田工程稳定，探讨了分

层土体的水分入渗特征[4]、土体的抗剪强度[5]、稳定性评价[6]以及工程优化设计[7]。田坎土壤可蚀性是梯田稳定的主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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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壤可蚀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坡耕地表土及其空间分异上[8,9],很少人关注田坎的土壤可蚀性，定量评价梯田田面及其田坎的

土壤可蚀性有益于合理选择田坎建造形式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梯田。 

镶嵌式田坎技术近年在川中丘陵区坡改梯工程中大面积推广，具有成本低，结实耐用，可重复利用等优点。本文通过比较不

同修建年限镶嵌式田和坎土壤可蚀性变化并分析其原因，可为田坎的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提供数据支撑，也可为田坎防护措施的

时效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遂宁安居区地处川中丘陵区核心位置，属涪江水系的一级支流琼江流域，海拔258～351m,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8.2℃,多年平均降水量 902mm,其中 5～9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3%,年均蒸发量 897.2mm,年均无霜期 296d。

土壤为侏罗系遂宁组岩层发育而成的紫色土，土壤松散，大多是砂、页、泥岩风化形成的幼年土，结构性差，土壤 pH呈中性到

微碱性，土壤抗冲刷和抗蚀能力弱
[10]
。 

1.2 样地设置和样品采集 

样地位于安居区聚贤镇和横山镇境内的坡改梯工程实施区，田坎均为条形块镶嵌式砌筑于挖制的凹槽中，上下有压顶和基

础，条形块采用国家标准水泥砖，尺寸为240mm×115mm×53mm,田坎自然搁荒，上方连接水平梯田，田面略低于压顶，种植油菜

(Brassica campestris)玉米(Zeamays)等农作物(图 1)。 

 

图 1镶嵌式田坎工程及采样点示意图 

选择 2015、2017 和 2019 年分别实施坡改梯工程的坡度 34.5°、32.9°和 25.5°典型田坎进行采样，采样时间为2020 年 6

月，采用均匀布点法在各样地设置 24 个采样点，即坎上 12个采样点(横×纵：4 个×3个),田上 12个采样点(横×纵：4 个×3

个),采样点行间距约 0.5m(图 1)。剪除地表植物及枯落物，使用环刀、土袋和自制原状土采样器采集 0～20cm 的表层土壤，带回

实验室处理备用，并在土样采集点附近利用土壤硬度计测定土壤硬度。 

1.3 指标测试计算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及孔隙度，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
[11]
,采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测定土壤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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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美国制),采用土壤干湿筛法测定土壤团聚体并计算土壤团聚体破坏率(PAD)、不稳定团粒指数(ELT)、团聚体几何平均(GMD)、

团聚体平均质量直径(MWD)、风干土团聚体分形维数(风干D)和水稳性团聚体分形维数(水稳 D)[12,13]。 

采用 Erosion-Productivity Impact Calculator(EPIC)模型中 Williams 等[14]提出的公式计算土壤可蚀性 K值。 

 

式中：Sn=1-Sa/100;Sa为砂粒(0.05～2mm)含量，%;Si为粉砂(0.002～0.05mm)含量，%;Cl为黏粒(<0.002mm)含量，%;C 为有机

碳含量，%;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单位为美国制，按照公式计算后将 K 值乘以 0.1317 转化为国际制，单位(t·hm2·h)/ 

(MJ·mm·hm2)。 

1.4 土壤指标变化率 

采用土壤指标变化率表征坡改梯后田和坎的土壤指标相对变化，以此来探讨田坎的保土效益，公式如下： 

 

式中：VΔ为土壤指标变化率；V 坎为坎上土壤指标值；V 田为田上土壤指标值。 

1.5 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 Duncan 对土壤指标进行差异性检验(P<0.05),对试验数据标准化处理后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对土壤指标进行相关

性分析；采用 Origin2019 软件绘制图形。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特征 

田坎的土壤黏粒、粉砂和砂粒含量分别为 36.77%～41.12%、57.50%～59.03%和 1.38%～4.20%,田面的土壤黏粒、粉砂和砂粒

含量分别为 37.77%～43.2%、56.07%～59.31%和 0.67%～2.92%,整体上田坎土壤黏粒含量小于田面，而砂粒含量大于田面；且田

坎土壤黏粒含量和砂粒含量随修建年限分别呈递增和递减趋势(表 1)。 

田坎土壤容重随修建年限呈递减趋势，建成 1年的田坎土壤容重显著大于建成 3年和 5年(P<0.05),而建成 1年的田坎土壤

毛管孔隙度与总孔隙度均显著小于建成 3年和 5年，田坎和田面的土壤容重和土壤硬度均无显著差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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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修建年份田坎土壤颗粒组成 

指标 坡改梯位置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黏粒含量(%) 

田坎 36.77±1.42Bb 37.07±1.20Ab 41.12±0.48Ba 

田面 39.25±0.33Ab 37.77±1.35Ab 43.27±1.18Aa 

粉砂含量(%) 

田坎 59.03±1.06Aa 58.89±0.97Aa 57.50±0.69Aa 

田面 58.24±1.03
Aa
 59.31±0.61

Aa
 56.07±1.04

Ab
 

砂粒含量(%) 

田坎 4.20±1.57Aa 4.04±2.12Aa 1.38±0.35Aa 

田面 2.51±0.88Aab 2.92±1.44Aa 0.67±0.14Bb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相同修建年限不同坡改梯位置之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修建年限同一坡改梯位置之间

差异显著(P<0.05).下同. 

表 2不同修建年份田坎土壤硬度、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指标 坡改梯位置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土壤容重(g·cm
-3
) 

田坎 1.50±0.01Ab 1.543±0.04Ab 1.76±0.13Aa 

田面 1.47±0.07
Aa
 1.60±0.05

Aa
 1.50±0.15

Aa
 

土壤硬度(kg·cm-2) 

田坎 263.50±54.77Aa 191.50±64.73Aa 315.50±104.25Aa 

田面 91.17±39.46Ba 164.67±49.29Aa 149.75±27.48Aa 

毛管孔隙度(%) 

田坎 35.91±1.58
Aa
 36.46±0.76

Aa
 32.13±0.32

Ab
 

田面 37.33±2.00
Aa
 37.43±0.68

Aa
 30.34±4.39

Ab
 

非毛管孔隙度(%) 

田坎 2.15±0.46
Aa
 1.15±0.28

Ab
 0.58±0.16

Ab
 

田面 3.48±1.39Aa 0.701±0.08Ab 1.45±0.58Ab 

总孔隙度(%) 

田坎 38.06±1.29Aa 37.96±0.95Aa 32.70±0.36Ab 

田面 40.81±2.21Aa 38.14±0.65Aa 31.79±4.44Ab 

 

建成 1年的田坎土壤 PAD、ELT、分形维数(D)均显著大于建成 3和 5年，而田坎土壤风干性 GMD、风干性 MWD、水稳性 GMD与

水稳性 MWD 均显著小于建成 3和 5年的坎土壤。建成 1和 3年的田坎土壤 PAD、ELT、水稳 D均显著小于同期的田面土壤，而水稳

性 MWD、水稳性GMD 均显著大于同期的田面土壤。建成 5年的田坎土壤有机质显著大于建成 3和 5年，但其和田面间没有显著性

差异(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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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修建年份田坎土壤团聚体及其表征指标 

指标 坡改梯位置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PAD(%) 

田坎 29.80±0.04Bb 26.38±0.07Bb 48.59±0.02Aa 

田面 54.94±0.04Aa 48.03±0.02Aa 48.10±0.03Aa 

ELT(%) 

田坎 30.30±0.04Bb 27.01±0.06Bb 49.55±0.02Aa 

田面 55.50±0.04
Aa
 48.55±0.02

Aa
 48.92±0.03

Aa
 

风干 MWD(mm) 

田坎 7.08±0.33Aab 7.26±0.11Aa 6.72±0.16Ab 

田面 6.90±0.01Ab 7.16±0.07Aa 6.75±0.19Ab 

风干 GMD(mm) 

田坎 2.28±0.07Aa 2.31±0.04Aa 2.15±0.03Ab 

田面 2.22±0.02Aab 2.28±0.03Aa 2.17±0.05Ab 

风干 D 

田坎 1.92±0.08Ab 2.01±0.07Aab 2.10±0.07Aa 

田面 2.01±0.09Aa 2.04±0.05Aa 2.07±0.10Aa 

水稳 MWD(mm) 

田坎 2.98±1.08Ab 4.55±0.59Aa 1.27±0.08Ac 

田面 1.18±0.21Bb 1.96±0.22Ba 1.15±0.21Ab 

水稳 GMD(mm) 

田坎 1.05±0.18Ab 1.39±0.13Aa 0.68±0.02Ac 

田面 0.64±0.04Bb 0.76±0.04Ba 0.67±0.03Ab 

水稳 D 

田坎 2.72±0.02Bb 2.69±0.03Bb 2.83±0.01Aa 

田面 2.86±0.02Aa 2.83±0.01Aab 2.83±0.01Ab 

 

表 4不同修建年份田坎土壤有机质 

指标 坡改梯位置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有机质(g·kg-1) 

田坎 16.08±2.42Aa 9.24±2.55Ab 7.79±1.39Ab 

田面 11.96±1.45Aa 7.29±0.77Ab 6.75±0.86Ab 

 

2.2 田坎土壤指标变化率 

田坎建成 1～5年，田坎土壤黏粒含量变化率均小于 0,且田坎建成 5 年时变化率最小为-6.3%;同时田坎建成 1～5 年，田坎

土壤砂粒含量变化率均大于 0,且田坎建成 1年时变化率最大为 107.0%。随着镶嵌式田坎修建年限的不断增加，田坎土壤容重的

差异逐渐减小，田坎变化率从 17.2%减小到 1.8%;建成 1 年，坎土壤毛管孔隙度和总孔隙度均大于田，田坎变化率大于 0,建成



 

 6 

3～5年，坎土壤毛管孔隙度和总孔隙度均小于田，田坎变化率小于 0(表 5)。 

此外，镶嵌式田坎建成 1～5 年，田坎土壤水稳 MWD、水稳 GMD 的变化率大于 0;镶嵌式田坎建成 1年，田坎土壤 PAD、ELT、

风干 D与水稳 D的变化率均大于 0,而建成3～5年田坎土壤相应指标变化率小于 0;田坎建成 1年，田坎土壤风干 MWD、风干GMD

的变化率小于 0,建成 3～5 年，田坎变化率大于 0,所有土壤团聚体指标变化率的绝对值均随田坎修建年限呈递增趋势。田坎建

成 1～5年，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硬度的变化率均大于 0,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率随田坎修建年限的增加呈递增趋势(表 5)。 

表 5不同修建年份田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率特征 

指标 

田坎变化率(%)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黏粒含量(%) -6.3 -1.8 -5.0 

粉砂含量(%) 1.4 -0.7 2.6 

砂粒含量(%) 67.2 38.2 107.0 

PAD(%) -45.8 -45.1 1.0 

ELT(%) -45.4 -44.4 1.3 

风干 MWD(mm) 2.6 1.3 -0.4 

风干 GMD(mm) 2.7 1.3 -0.8 

风干 D -4.6 -1.3 1.8 

水稳 MWD(mm) 153.6 132.7 9.8 

水稳 GMD(mm) 63.5 81.9 1.7 

水稳 D -5.0 -4.9 0.1 

土壤容重(g·cm-3) 1.8 -3.8 17.2 

土壤硬度(kg·cm-2) 189.0 16.3 110.7 

毛管孔隙度(%) -3.8 -15.2 5.9 

非毛管孔隙度(%) -38.3 62.4 -60.3 

总孔隙度(%) -6.7 -0.5 2.9 

有机质(g·kg-1) 34.4 26.8 15.3 

 

2.3 田坎土壤可蚀性 

土壤可蚀性 K值分布范围在 0.05～0.06(t·hm
2
·h)/(MJ·mm·hm

2
),田坎建成 1年，田坎 K值略大于田面，田坎 K值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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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但田面和田坎间无显著差异(图 2)。随着田坎的修建年限的增加，田坎土壤可蚀性 K 值呈递减趋势，建成 5 年 K 值最小

为 0.05(t·hm2·h)/(MJ·mm·hm2),田坎变化率最小达-6%,显著小于建成 1 和 3年，且田面和田坎间土壤可蚀性 K 值差异显著。 

 

图 2不同修建年份土壤可蚀性因子(K)的变化特征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相同修建年份不同坡改梯位置之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修建年份同一坡改梯位置之间

差异显著(P<0.05). 

2.4 土壤可蚀性影响因素 

土壤可蚀性 K 值与 PAD、ELT和水稳 D 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702、0.707 和 0.700;K 值与风干 GMD 和

水稳 MWD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24和-0.608;K 与风干 MWD、水稳GMD 呈显著负相关；K与风干 D、土壤硬度、土

壤容重、毛管孔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和总孔隙度相关性不大(表 6)。 

表 6土壤可蚀性与土壤物理性质的相关性 

指标 K PAD ELT 
风干

MWD 

风干

GMD 

风干

D 

水稳

MWD 

水稳

GMD 

水稳

D 

土壤

硬度 

土壤容

重 

毛管孔

隙度 

非毛管

孔隙度 

PAD 0.702** 1            

ELT 0.707
**
 1.000

**
 1           

风干

MWD 

-

0.587* 

-

0.589* 

-

0.597** 
1          

风干

GMD 

-

0.624** 

-

0.628** 

-

0.640** 
0.967

**
 1         

风干 D 0.42 0.366 0.382 -0.203 -0.438 1        

水稳

MWD 

-

0.608** 

-

0.917** 

-

0.918** 
0.761** 0.762** 

-

0.2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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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稳

GMD 

-

0.603* 

-

0.941** 

-

0.941** 
0.700** 0.712** 

-

0.260 
0.993** 1      

水稳 D 0.700** 0.993** 0.993** 
-

0.564* 

-

0.617** 
0.411 

-

0.905** 

-

0.938** 
1     

土壤

硬度 
-0.092 0.011 0.009 -0.006 0.039 

-

0.241 
-0.206 -0.230 0.050 1    

土壤

容重 
0.285 0.111 0.112 -0.090 -0.126 0.149 -0.148 -0.151 0.131 0.070 1   

毛管

孔隙

度 

-0.209 -0.104 -0.112 0.556* 0.536* 
-

0.083 
0.374 0.296 

-

0.108 
0.106 -0.384 1  

非毛

管孔

隙度 

-0.12 0.148 0.140 -0.105 0.002 
-

0.357 
-0.141 -0.118 0.082 0.012 

-

0.640** 
0.249 1 

总孔

隙度 
-0.213 -0.101 -0.109 0.465 0.478* 

-

0.157 
0.314 0.262 

-

0.119 
0.069 -0.546* 0.953** 0.529* 

 

注：**.在 0.01水平相关性显著(双尾),*.在 0.05水平相关性显著(双尾). 

土壤影响因子间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 PAD 与 ELT、水稳 D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干 GMD、水稳 MWD、水稳 GMD 呈极显

著负相关，与风干 MWD 呈显著负相关(P<0.05);ELT与风干 GMD、风干 MWD、水稳 MWD 和水稳 GMD 呈极显著负相关，与水稳 D 呈显

著正相关；风干 MWD 与风干 GMD、水稳 MWD 和水稳 GMD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毛管孔隙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水稳 D 呈显著负相关；

水稳 MWD 与水稳 GMD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水稳 D 呈极显著负相关；土壤容重与非毛管孔隙度呈极显著负相关，与总孔隙度呈显

著负相关，毛管孔隙度与总孔隙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3 讨论 

土壤可蚀性 K值是评价土壤对侵蚀敏感程度的重要参数，K值越小，土壤抗侵蚀能力越强
[14]

。该区土壤 K值分布范围在 0.05～

0.06(t·hm2·h)/(MJ·mm·hm2),明显高于黔中喀斯特地区、南方红壤地区和东北丘陵漫岗区[15],说明紫色土具有高可蚀性。本研

究发现镶嵌式田坎的修建年限对土壤可蚀性 K 值有显著影响，随着修建年限的增加，田坎 K 值呈递减趋势，说明田坎土壤可蚀

性显著减少，田坎在建成 5年时作用显著，说明田坎修建的土壤可蚀性具有明显的时效性。随镶嵌式田坎修建年限的增加，坎土

壤黏粒含量递减，坎土壤粉砂含量与砂粒含量递增。而大量研究表明，土壤可蚀性 K值与砂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与粉粒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
[8]
,与土壤黏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15]
,与本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紫色土坡耕地土壤侵蚀过程中，黏粒粒径小，

首先被输送，粒径越小，越容易输送，经过径流不断冲刷，田坎土壤砂粒含量增加，粉粒和黏粒含量减少
[15]

,使得砂粒成为田坎

土壤颗粒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随镶嵌式田坎修建年限的增加，坎土壤有机质含量随之增加，随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有机质

呈增加趋势[16],且撂荒地土壤可蚀性低于农田用地[17]。田坎建成后进行自然植被恢复，随着修建年限的增加，田坎上植物可以通

过根系分泌物和残体向田坎土壤提供碳源，从而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而减少其土壤可蚀性，这与Adornis 等[18]的研究结果一

致，因此，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是防治土壤侵蚀的有效途径。 



 

 9 

团聚体是土壤的基本结构单元，作为反映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重要指标，PAD、ELT、D值越小，MWD、GMD值越大，土壤团聚

体越稳定，土壤抗侵蚀能力越强[19,20,21]。随着修建年限的增加，土壤团聚体逐渐稳定，有机质含量也逐年增加，有研究表明，免

耕土壤中腐殖质的积累使土壤有机物增加，可提高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
[22]
,修建镶嵌式田坎的土壤相当于免耕土壤，田坎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随时间增加，土壤的黏结性增大，土壤颗粒间胶结作用更强，能提高田坎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从而降低田坎土壤的

K 值。土壤容重是衡量土壤紧实程度的重要指标，与土壤孔隙度呈极显著负相关[23],容重小，土壤疏松，土壤孔隙多，降雨入渗

能力强[24],土壤抗蚀能力增强。 

土壤可蚀性 K 值与 PAD、ELT和水稳 D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干 GMD、水稳 MWD 呈极显著负相关，与风干 MWD、水稳 GMD 呈显

著负相关，这与王文鑫等[25]、李程程等[26]的研究结论一致，D、PAD、ELT值越大，MWD、GMD 值越小，土壤团聚效果越差，土壤可

蚀性越高，土壤可蚀性 K 值越大。有机质含量与 GMD 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PAD、D 呈极显著负相关
[25]
,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对土壤

团聚体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有机质含量增加，促进细颗粒物质的形成[27],土壤的黏结作用增强，土壤中的大团聚体不易分解

为粒径较小的团聚体和颗粒，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较小，且随修建年限的增加，有机质含量显著影响土壤可蚀性，二者呈负相关

变化关系，因此镶嵌式田坎的修建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团聚体稳定性，是防止土壤侵蚀的有效途径。 

4 结论 

田坎的 K 值总体低于田面，随镶嵌式田坎的修建年限的增加而减小，建成 5 年后田坎的 K 值减小到 0.05(t·hm2·h)/ 

(MJ·mm·hm2),较建成 1 年和 3 年显著减小。田坎修建对土壤黏结性、团聚体稳定性、土壤疏松度和有机质含量有明显增强作

用，田坎 K值与 PAD、ELT和水稳 D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干 GMD、水稳 MWD 呈极显著负相关，与风干 MWD、水稳 GMD 呈显著负相

关，说明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团聚体稳定性是有效降低土壤可蚀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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